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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感、集體效能與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研究 

摘要 

由於 2020-2023年侵襲全球的 Covid-19，使居家防疫改變了人們的日常活動方式

與地點，住家半開放空間成了必要的主領域，其間發生的犯罪被害事件及其恐懼感不

容忽視。本研究依據環境犯罪學中日常活動理論及防衛空間理論探討疫情期間住家半

開放空間被竊恐懼感，及與鄰里、自家風險與保護因子之關聯性，以提供居住安全及

犯罪預防學術及實務參考。遂於 2020 年 5-7 月間針對臺北市中山區 234 位居民進行

住家及其環境訪問後，以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發現領域感解釋較多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

懼感；而被竊經驗除可直接顯著增加被竊恐懼感，也透過集體效能中介影響領域感，

然總效果仍增強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另集體效能亦直接顯著增加住家及其環境

被竊恐懼感，但透過領域感減緩上述恐懼感。本研究填補了住家半開放空間居住安全

(被竊恐懼感)之研究缺口，並提出政策建議盼能強化居住安全及犯罪防治之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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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iality, Efficacy, Fear of Burglarized in Residence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bstract 

Due to the Covid-19 invaded the world from 2020 to 2023, home epidemic prevention 

has changed the way and location of people's daily activities. The semi-open space 

surrounding the residence has become a necessary main area. During this period, crimes, 

victims and their fear cannot be ignored. According to Routine activity theory and Defense 

space theory,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burglarized in residence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risk or protective factors, providing academic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residential security and crime prevention. Interviewed 234 residents in Z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May- July, 2020, and condu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search find: First, territoriality explained most fear. Second, the experience of  

burglarized in residence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directly and through collective 

efficac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fear of burglarized. Third, collective efficacy also 

directly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fear, then indirectly alleviated the fear through 

territoriality. This research fill gaps on living security (fear of burglarized) in semi-open 

spaces of residence, propos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residential and crime 

prevent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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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馬太福音 5：7）被害者在傳統犯

罪學理論及刑事司法體系雖不被重視，但從德國學者 Hans von Henting(1948)提出被

害者在犯罪過程中與加害者之關聯，引發被害者學理論之研究，及至聯合國自 1985

年通過「為犯罪和濫權下之被害者取得公理之宣言」後，始有犯罪被害保護救助服務

及補償措施。而我國在 1998年制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2017年總統府司法改革

國是會議將犯罪被害人保護提升至人權保護之一環，2022 年完成「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修法，將被害者權益帶進新里程，除了落實人身安全與隱私保護，且要加強被害

預防。 

今(2024)年 8 月 6 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國內新冠疫情下降，惟處流行

期且重症及死亡病例數仍多，須留意重症發生風險，預計 8月下旬可脫離流行期（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4）。回顧自 2019年 12月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大陸出現，

到 2020 年 2月臺灣首例死亡個案發生，本土社區感染疑慮一度加深，2020年 3月世

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其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後，大部分國家開始實施抑制政

策(containment policy)以遏止疾病擴散，包括：限制出國旅遊、封城、隔離、居家辦

公及保持社交距離等，美國於 2020年 3至 6月、英國政府於 3至 5月封城(lockdown)、

我國於 2021年 5-9月實施居家上班(stay-at-home)、美國於 2020年 3 月底甚有 90%居

家工作(Washington Post-ABC,2020)，公司行號商家暫停營業改以線上交易，學校、社

團活動等也暫停或採遠距教學，人們的工作、通勤、飲食、休閒等所有日常活動都在

防疫居家工作大環境下轉型，這場危機可說在人類歷史中改變了百萬人的生活。而

2022 年 11月中國烏魯木齊、上海、北京、南京、成都、廣州等大城市因抗議當局嚴

苛的清零政策而舉白紙抗議，似乎訴說著人們所需要的活動空間在抑制病媒傳染要求

下被限縮而必須妥協的負面情緒，而住家成了此背景下的主要活動空間後，以往被忽

視的住家環境半開放空間（樓梯間、騎樓、公共設施場地等）則成了人們面對此波壓

力下聯繫人際網絡支援的場域，當中正開創著另類都市生命力，而其間可能發生的竊

盜與被竊因素，以及如何預防，是本研究所關切的。 

當全球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環境中，正面地從媒體報導及文獻（如：Camped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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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iani, & Favarin,2021; Halford et al., 2020; Fattah, 2020; Stickle & Felson, 2020；Payne 

& Morgan, 2020）中略窺犯罪率的下降，但各國、各城、各案類呈現不同變化，各研

究也都存有樣本不具代表性無法推論至全球的限制(Murdoch & Byczynski, 2021)，但

Stickle 和 Felson(2020)鼓勵研究者針對特定犯罪類型比較 Covid-19 前後不同犯罪發

生地及土地使用分區，以及 Covid-19 疫情期間居家辦公之影響，好能藉此思考未來

如何讓犯罪減少讓人民居住更有韌性。觀察本土臺灣 Covid-19 疫情未發生前（2019

年）臺北市住宅竊盜發生 438件，以大安分局 63件最多、其次為中山區 56件（表 1），

而臺北市中山區是臺灣一個繁華地區，兼具富饒的住宅區和商業區，存在犯罪引誘者

(attractors)及促發者(generators)之犯罪標的及被害者。一般而言，中山區是以商業發

展著稱，特別是以南京東路、中山北路等地段為主的商業區，擁有眾多的商場、餐廳、

商店等。然而，中山區也有不少的住宅區，尤其是在偏遠一些的地方，有許多寧靜的

住宅社區，相對大安區較能比對出居家防疫造成住宅區和商業區侵入竊盜的變化（圖

1）。經整理臺北市中山分局於 2021 年 5 月 17 至 9 月 27 日居家防疫期間之「住宅防

竊安全檢測報告表」發現住宅竊盜 9 件，其中 4件發生於都市計畫住宅區、5件發生

於商業區，相較於疫情發生未全面居家辦公（2020年 5月 17至 9月 27）減少 3件，

係商業區減少 7 件，然住宅區住家被竊增加 4 件；若與疫情發生前（2019 年 5 月 17

至 9 月 27）相較乃減少 4 件，係商業區減少 3 件，住宅區減少 1 件。整體而言，居

家辦公期間較非居家辦公期間侵入竊盜減少，但住宅區發生相對商業區發生被竊比例

提高，亦即居家辦公後住宅區住家被竊比率自 38.46％提高至 44.44％，增加 6個百分

點，而商業區住家被竊比率自 61.54％下降至 55.56％，下降 6個百分點（表 2），Covid-19

疫情期間住家被竊增減變動與土地使用有關。 

 

 

 

 

 

 

 

 

 



領域感、集體效能與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研究 
 

39 

表 1 臺北市住宅竊盜統計（2019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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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 (%) 件數 (%) 件數 (%)

住宅區 5 38.46 0 0.00 4 44.44

商業區 8 61.54 12 100.00 5 55.56

總計 13 100.00 12 100.00 9 100.00

2019/5/17-2019/9/27 2020/5/17-2020/9/27 2021/5/17-2021/9/27

 

 

 

 

 

 

 

 

 

 

 

 

 

 

 

 

 

 

 

 

 

 

 

 

 

圖 1 臺北市中山區/大安區土地使用情形 

表 2臺北市中山區住宅竊盜土地使用分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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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盼望藉本土研究與犯罪理論對話，且考量案類混合分析結果(mixed results)

不具政策意涵下，本研究探究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因為「家」不僅是一個人安

身立命最穩妥的避風港，需於平時防備家宅被竊，防疫時期也是私密領域隔離的最後

防線，而當城市開放空間被封鎖，半開放環境開創了社交環境時，住家半開放空間也

成了人與人情感聯繫不被孤立的必要活動領域，然當被外人侵犯、住家生活次序被破

壞，以及連結個人意義自我價值的物品被竊取，甚至防疫物資備品被竊時，「家」不

再是安全保障的窩，在其心裡埋藏的恐懼，已非財產價值損失所能計算，亦非 Covid-19

疫情消長所能掩蓋，故要成為本研究之命題。 

Warr及Stafford(1983)在華盛頓的調查顯示住家被竊恐懼為16種被害恐懼之首，

Clarke 和 Hope(1984)發現住宅被竊者長期處於擔心未來住家會被侵犯的恐懼中，他們

需要恢復長期的安全感而非僅有立即的處理。住家被竊者有無盡的恐懼，非客觀刑案

數據所能表達，因他們認為最安全的領域已被侵犯，此種恐懼感的獨特性在於心理創

傷無法以避免其他被害恐懼感的方式來調適（Brown & Harris, 1989）。然鮮少探討住

家及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且因概括性被害恐懼的實證研究，如：Ferraro(1995)等，

政策效果常是混合的（Yim & Riddell, 2024），本研究盼望透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全

球必須封城因應下，以環境犯罪學實證引發住家及其環境半開放空間居住領域感安全

的重要性，在脫離疫情流行下略盡犯罪防治學術研究與政策實務推動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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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一、環境、日常活動與犯罪被害的關聯 

環境犯罪學大多關心犯罪事件，有別於一般傳統犯罪理論關心犯罪人為何犯罪

(Bottoms, 1994)，認為犯罪的發生是犯罪人要在適當的時間與地點所形成的犯罪機會

下才能犯罪(Cloward, 1959; Cullen, 1983)，因此，環境犯罪學又稱新機會理論，以犯

罪機會的變化來解釋犯罪型態和數量的變化，而犯罪機會的變化包括合適標的物、方

法工具及情境，均屬於環境變化所造成，包括：日常活動理論、生活型態理論及理性

選擇理論，而本研究以日常活動理論為主。日常活動理論認為，犯罪要發生必須要有

三項要素（有動機的嫌疑犯、有合適的標的物、監控者的缺乏）在時、空的聚合，有

動機的犯罪者是既有存在的，而適合的標的及監控在犯罪機會中是變異的，適合的標

的在於嫌犯認為對他有好處，而監控在於成本考量，此兩者就存在人們每天生活家庭、

工作、休閒及消費的日常活動當中，因此犯罪發生不在社會病態(pathological social 

condition)出現，而只是因為人們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Cullen et al.,2018)。當日常活動

改變，犯罪率即受到影響，比如 Cohen 和 Felson(1979)指出二次大戰後婦女就業率提

高、在家時間減少，日常活動普遍改變下，有動機的家宅竊盜嫌犯利用家中無人監控

時更有可能竊取合適標的物，因為婦女上班後住家缺乏監控，就給住宅被竊開創了犯

罪機會，也因此使犯罪率上升(Clarke & Felson,1993; Felson,1995)。 

21 世紀中國引發的新冠肺炎全球 667 萬人死亡，全球採行抑制政策，包括：國

內及國際旅遊的限制、居家防疫及社交距離管制等，帶來了日常活動的改變，總體犯

罪及各類犯罪也因而變動，引發不少犯罪學的研究，研究結果整體而言犯罪率下降，

但在不同案類及各國有差異：Yim 和 Riddell(2024)發現舊金山在居家防疫

(stay-at-home)管制下商業竊盜(commercial burglary)增加且熱點分布移動；Murdoch 和

Byczynski(2021)顯示 2020 年春天倫敦與紐約封城(lockdown) 期間犯罪趨勢不相似，

亦發現倫敦各案類犯罪下降但紐約僅一般竊盜與強姦減少；Felson 等人(2020)檢視密

西根底特律在 Covid-19 抑制(containment)政策下封城前中後三階段日常活動改變影

響，住宅區侵入竊盜(burglary)下降但土地混合使用區之侵入竊盜則上升；Pietrawska

等人(2020)發現 Los Angeles 零售業侵入竊盜增加但城市內侵入竊盜下降。歐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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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 Gerell等人(2020)發現瑞典抑制政策下，住宅及商業侵入竊盜均下降。從以上研

究歸納出封城使日常活動改變，影響不同空間土地使用（開放空間、商業區、住宅區

等）上的人流自然監控，造成不同犯罪類型犯罪標的被害機會改變而引起不同空間不

同類型犯罪的增減(Stickle & Felson,2020)。而本土研究伍大開和黃勢璋(2023)除了發

現臺灣在三級警戒1期間總犯罪率下降 21％，再加以探討不同案類被害者年齡後發現

財產犯罪與暴力犯罪的 30-59歲被害人數相較於其他年齡層明顯減少，地區別方面直

轄市犯罪數下降的規模亦高於非直轄市。 

二、環境犯罪預防 

以上日常活動理論似乎解釋了犯罪機會如何在嫌犯及被害者的日常活動中出現，

但從以上實證結果無法瞭解影響不同犯罪被害類型的因素而存有研究缺口，難以進行

犯罪被害預防，而從日常活動理論引發的情境犯罪預防中，防衛空間理論聚焦在如何

透過物理實體空間設計安排減少犯罪，此理論源自 Jane Jacobs(1961)、Elizabeth 

Wood(1961)、C. Ray Jeffery(1971)及 Oscar Newman(1972)透過環境設計預防犯罪。防

衛空間理論(Oscar Newman’s defensible space theory)，係「經由環境設計促進犯罪預

防(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認為建築環境的正確使用和有效

設計，可導致犯罪發生減少，並改善生活品質。Newman(1972)開啟「防衛空間」的

概念，是透過實體設計(physical layout)及其他建築特色，開創自然監控增加居民使用，

讓居民在住家及其環境生活感到較安全，這惟賴居民共同致力於捍衛此領域才得以保

障。Newman 並於 1973年 Defensible Space :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

中指出：「防衛空間為一種機械式(兼含實體或虛構性的阻絕物)犯罪預防措施之代名

詞，以產生影響或促進監控力量(亦即結合環境與居民控制之力量)之機會為重點」；

其為一種藉由在犯罪發生前營造硬體障礙措施、提高加害者暴露之機會、並提升加害

者心中被逮捕可能性之犯罪預防措施(Newman,1973；黃富源、張平吾，2012；鄧煌

發、李修安，2015)。Lab(2013)發現政策制定者已採用防衛空間、環境設計(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降低犯罪被害恐懼感，如：清除住家環境髒

亂塗鴉(Skogan & Maxfield, 1981)、增加街道照明(Painter, 1996)、裝設錄影監視器

                                                       
1 2021 年 5月 9日至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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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d-circuit television)(Short & Ditton, 1998)。環境犯罪學視角下的防衛空間理論認

為，透過都市設計預防犯罪是在環境設計與犯罪關係中一個具體明確有效的理論。因

此，Cullen et al.,(2018)指出此論點開啟一個新的犯罪預防方向，因為當遏止犯罪發生

因素（犯罪人、犯罪機會）的其中一個即能預防犯罪，而環境犯罪學者認為降低犯罪

機會較改變一個犯罪人更容易，也更有可能成為犯罪預防施行策略。爰此，本研究採

環境犯罪學（亦稱機會理論）視角聚焦在解釋犯罪被害事件，以及發掘物理的和社會

環境特徵如何影響犯罪被害機會的可得性讓犯罪被害發生，進而假設有效降低犯罪被

害（如：侵入竊盜被害）的方法可以透過開創防衛空間領域感、增加監控等情境犯罪

預防以及強化鄰里集體效能來達成犯罪防治之果效。 

針對 Covid-19 居家防疫期間住家被竊情形而言，Payne 與 Morgan(2020)發現侵

入竊盜未有顯著變動，且影響了人們每天對公、私空間的使用，Google’s 移動資料顯

示，抑制政策使 4月中公共空間（包括：公園、零售、休閒、工作場所、車站等）拜

訪次數較 1、2 月顯著下降，而花在住家的時間則增加 20％。在臺灣臺北市中山分局

轄內於 2021 年 5 月 17 至 9 月 27 日居家防疫期間侵入住宅竊盜相較於疫情發生未全

面居家辦公（2020年 5月 17至 9月 27）減少 3件，係商業區減少 7 件，然住宅區住

家被竊增加 4件；若與疫情發生前（2019年 5月 17至 9月 27）相較乃減少 4件，係

商業區減少 3件，住宅區減少 1件。整體而言，居家辦公期間較非居家辦公期間侵入

竊盜減少，但住宅區發生相對商業區發生被竊比例提高， Brantingham 和

Brantingham(1995)描述犯罪是在平常生活中嫌犯最常拜訪的地方突然導火事件的發

生，而非必要額外活動尋找犯罪標的，是以機會為本質的，強調犯罪引誘者(attractors)

及促發者(generators)，比如：合法的夜店、大型購物中心、停車場、毒品市場等犯罪

熱點，而這些地點型態會受抑制政策改變日常活動，而改變犯罪的不平衡分布，亦即

抑制政策下關閉了土地商業用途的娛樂場所、咖啡館等，伴隨著商業竊盜減少而住宅

環境自然監控增加下住宅竊盜減少，然而開放空間（因減少工作或在學校）塗鴉、公

物毀損卻增加。當抑制政策實施一段期間後自然出現不守法的行為、青少年偏差非行

等（Stickle & Felson, 2020），自然削弱封城政策帶來的改變，長期也帶來失業、焦慮

及緊張，依據 Agnew(1992)一般緊張理論預期犯罪將增加，且已在澳洲昆士蘭家戶竊

盜顯出（Payne & Morgan,2020），除提供警政資源有效運用參考，也因空間土地使用

改變影響住宅區及商業區犯罪被害事件的發生，適可提供都市計畫、居住安全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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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尤其居家辦公期間居民更需要住家半開放空間作為人際互動、身體活動的基本

生活領域，然過往研究缺乏住家半開放空間之實證論述，面對疫情期間公共空間人流

的消失讓城市顯得荒廢不健康、失落、被孤立隔離下，探討住家半開放空間領域感、

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有其必要性，進而透過都市計畫、建築管理進行犯罪防治以營造居

住安全。 

三、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住家被竊對心理的影響可採 Jnoff-Bulman(1992)損毀的(Shattered)假設理論來解

釋，亦即悲痛的事件導致一個人對世界、他人及自己基本假設的損毀，例如：當我們

突然失去獨生愛子或配偶，導致我們喪失母親、妻子角色時的撕裂。

Janoff-Bulman(1992)將該理論應用在犯罪被害者，並結合 Altman(1975)領域感

(territoriality)探討住家被竊，認為人們視「家」為主領域(Primary territoriality)是自我

的延伸，且在此受保護，一旦被侵犯將因此信念被摧毀而經歷創傷壓力失調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及其他種心理傷痛(Basdeo, 2020)，包括：犯罪被害

恐懼(Doyle et al., 2021)、焦慮與沮喪(Kilian et al., 2021)，而這些心理傷痛最終會造成

行為問題，如：退出(withdrawal)或侵略(aggression)(Ramey & Harrington, 2019)。可見，

住家被竊對心理的影響深遠值得探討。 

然考察過往文獻係將主領域界定在私人有權管轄的領域，如：Brown 和

Harris(1989)以領域感理論(territoriality theory)探討住家被竊經驗，人們會對主領域（如：

家）較次領域（如：鄰里街道）期待更多掌控與親近(Brown & Altman, 1981)，Taylor(1987)

指出「家(Home)」以實體建築及地景與公領域分隔，是絕不容侵犯的，法律並以制裁

犯行保護住家安全，讓居民能在家中得到心理的益處，也在每天生活的隱私保障中得

以放鬆。進一步 Csikszentmihalyi及 Rochberg-Halton(1981)以及 Harrison(1998)提到居

民會對家中物品賦予價值和意義，表達個人對過去的生活經歷人事物的情感連結與成

就感，並藉此定義自我(self)。 

雖然住宅竊賊想要得到財務上有價值的物品，而這些物品通常有感情的連結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本研究認為當居民住家遭竊，心理損失

遠大於財務金錢損失，而 Brown和 Harris(1989)針對住宅被竊恐懼感提出兩個適應策

略(coping strategies)與領域本質(territorial nature)有關，一為朝向鄰里的行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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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oriented behavior changes)，如：藉由人際接觸強化領域監視，Avery 等人(2020)

發現當被竊者能在鄰里調適中感受社區凝聚力(cohesion)內心痛苦即會降低；二為朝

向自家的行為改變(self-oriented behavior changes)，如：安裝警報器等，但此策略在調

適被竊恐懼感上並無證實有效，事實上反而是帶來更大的恐懼(fear)、不安(upset)及氣

憤(anger)(Rosenbaum, 1987)。另外 Chung等人(2014)發現當住家被竊時被害者在家將

不會經歷創傷壓力失調(PTSD)及恐懼感，而 Kunst 和 Hoek(2023)系統化檢視住家被竊

者可能風險及保護因子後發現，限於理論及研究方法此實證結果尚無定論。爰此，住

家被竊對個人衝擊極深，以環境犯罪被害視角觀察，住宅半開放空間已成為居民日常

活動主領域下，其風險與保護因子，是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的。    

四、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可能影響因子 

以下整理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可能影響因子： 

（一） 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  Skogan(1987)、Smith 和 Hill(1991)、Dull 與

Wint(1997)等聚焦在過去被害經驗對被害恐懼感的影響，被害者或曾經具有被害

經驗者，因其被害經驗非常的強烈或印象深刻，而有較高的犯罪被害恐懼感

(Garofalo, 1979; Hale, 1996; Lai et al., 2012; Skogan & Maxfield, 1981; 洪千涵等

人，2014；陳玉書、邱炫綿，2006)。Ferraro(1995)指出，住宅竊盜使被害者產

生居家環境不安全感，是絕大多數民眾最害怕之案件。Wilcox Rountree 和

Land(1996)、Wilcox Rountree(1998)、Lai 等人(2012)實證研究均顯示住家犯罪被

害將造成個人及家人的被害恐懼感，然而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引發之被竊恐

懼感研究卻付之闕如，將納入本研究架構、假設及問項中。 

（二） 傳聞失序經驗：本研究主領域不僅在住家內，亦包涵住家環境半開放空間，

因此本研究認為傳聞失序經驗可能影響其被竊恐懼感。Warr(1984)指出人們在特

定狀態地方，特別是昏暗、失序(disorganized)、荒廢破損失修(disrepair)處會感

到較高的恐懼感。社區失序程度愈高，顯著影響居民犯罪被害恐懼感的增加

(Gibson et al., 2002; Renauer, 2007; Scarborough et al., 2010;洪千涵等人，2014；

陳玉書、邱炫綿，2006)。個人在住家鄰里聽聞被害或失序的經驗將影響犯罪被

害恐懼感（Gibson et al., 2002）。Fleissner 及 Heinzelmann(1996)建議警民合力清

除社區腐敗(decayed)並加以整頓可以降低犯罪被害恐懼感並增進鄰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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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hood cohesion)。然而，Hinkle 及Weisburd (2008)發現愈多警察出現在

鄰里控制失序反而降低居民知覺的安全感。 

（三） 集體效能：係指社區居民基於社區的利益願意團結起來的社會凝聚力

(Sampson et al., 1997)，當社區居民能相互信任團結一致，集體效能體現的結果

犯罪被害恐懼感會降低（Ferguson & Mindel, 2007; Zhao et al., 2015; 楊雅琳、賴

擁連，2020），係從以上探討傳聞失序經驗對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中帶出，

Swatt 等人（2013）指出不同文化種族鄰里脈絡下知覺的集體效能與犯罪被害恐

懼感之關係存在異質性(heterogeneity)。Frimpong 等人(2018)發現集體效能在低

所得鄰里居民之犯罪被害恐懼感上有較強的中介效果；Yuan(2017)則利用多層

級模式(multilevel model)研究西雅圖鄰里發現，在個人層級知覺集體效能對住宅

竊盜犯罪被害恐懼感有負向影響但在鄰里層級則有正向影響。國內研究如陳淑

娟和董旭英(2006)及翁國峰(2007)則發現，集體效能愈高的地區犯罪被害恐懼感

愈高，可能是居民感受到犯罪被害恐懼感而產生對社區團結與控制的集體效能。

本研究採臺北市中山區資料恰可與國內實證進行對話。 

（四） 保全監視：陳淑雲（2012）指出人類很早就意識到經由環境的運用，可以為

自己和家人提供安全性。例如古代文明建立在山上設有圍牆的城市，通道以堅

固的大門控制，城堡被護城河包圍，而居民唯一通道是一座吊橋。即使是美國

最早的定居者，亦以堡壘築城，他們所做的就是「經由環境設計促進犯罪預防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的防衛，Jacobs(1962)

和 Newman(1972,1973)的理念是物理環境特質(physical features)能夠在公共及私

人空間提供較好的監視(surveillance)及描繪(delineation)，住家外空間分割後由小

群體控制並在鄰近周圍環境良好地使用，有較強的非正式社會控制，將會減少

偏差行為、被害及恐懼感。例如：住家裝設安全裝置、改善住家環境街道照明、

裝設 CCTV 及住家環境公共區域改善等，然 Lorenc 及其同事(2013)檢視其降低

犯罪被害恐懼感的效果是混合(mixed)的，因此本研究聚焦在住家及其環境被竊

恐懼感，適可填補本土實證研究缺口並供政策實務參考。 

（五） 領域感：為物理環境開創知覺領域影響範圍的能力，是空間傳達被擁有或私

有清楚知道如何使用的程度(Newman, 1972)。Newman(1980)指出當建築規模愈

大，居民使用住家環境公共空間頻率愈低，將造成愈多犯罪及犯罪被害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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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ter 等人(2010)發現人們愈多使用鄰里開放空間從事各樣活動愈能降低犯罪

被害恐懼感。Covid-19 疫情期間 Batty(2020)及 Brumfield 和 Cubillos(2020)發現

人們保持社交距離並在家上班、分散密集活動區可以找回封城下的城市呼吸

(breath)不至於窒息，亦即住家環境開放空間(公園、綠地、自行車道等)的社交

療癒潛能(較好的空氣品質、更多實體活動)，讓安全(safety/ security)的意義超越

Oscar Newman 防衛空間理論中的私有領域，提醒現代都市規劃必須推進公共半

開放空間的投資，讓城市空間混合使用以提升福祉及永續性。Young, A.(2021) 分

析 2020 年 Covid-19 流行時封鎖的城市，檢視人們如何透過感覺及空間詮釋建

構與適應封城的空間與感覺，提出感知的重要，作為封城結束後對城市空間重

新概念化、定位及設計的新生命。Warwick 和 Lees(2022)找到流行疫病下安全的

新概念是快速的空間改造、協調，迫使我們再次思考領域感及安全感，並體認

到住家的領域被改變了，門、窗都被打開作為隱私與所有權的妥協，在社交距

離下住家環境的公共空間有合宜的活動，而社交舉止(social ritual)如：向侵入陌

生人點頭示意等，可以克服不清楚的領域感，半私人、半公共及公共空間可以

被開創在密集的都市環境中重塑成為合宜舒適安全的居家環境，因此本研究中

該變項所代表的概念，與過往非疫情時期下的測量結果有不同的意涵與價值。 

五、小結 

日常活動改變造成犯罪被害發生時間、地點的改變，如同 Covid-19 造成侵入竊

盜發生時空之改變，也因封城使人們活動空間轉移，此為 21 世紀全球空前的改變，

醞釀著本世紀學術研究另類場域，本研究遂提點半開放空間之重要性，是過往文獻未

研究的，從個人住家及其環境被竊可能產生被竊恐懼感，再考量鄰里層面傳聞失序及

集體效能，並以防衛空間理論中領域感及保全監視等作為情境犯罪預防之基礎下，建

立研究架構及假設，探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影響，尤其本研究懷疑鄰里層面

傳聞失序及居民被竊經驗會透過集體效能、保全監視及領域感影響被竊恐懼感，故透

過結構方程模型中的路徑分析進行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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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關於 Covid-19疫情對犯罪的影響，文獻顯示各研究都存有樣本不具代表性無法

推論至全球的限制(Murdoch & Byczynski, 2021)，Stickle和 Felson (2020)仍鼓勵研究

者針對特定犯罪類型比較不同犯罪發生地土地使用分區，抑制政策之影響，好能藉此

思考未來如何讓犯罪減少讓人民居住更安全。本研究盼望藉本土研究與過往文獻對話，

且考量案類混合分析結果(mixed results)不具政策意涵下，本研究聚焦在主觀住家及其

環境被竊恐懼感，希冀補足犯罪被害學術研究之缺口，進而能對過往所輕忽之居住半

開放空間之被害恐懼感予以重視。 

根據犯罪被害理論及文獻整理建立本研究架構（如圖 2），探討住家及其環境（圖

表內以住家/環境表示）被竊經驗、傳聞失序、集體效能、保全監視及領域感對住家

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影響因子與路徑。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圖 2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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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1-1.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直接影響其恐懼感。 

1-2.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透過集體效能、保全監視及領域感中介影響其恐懼感。 

2-1.傳聞失序直接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2-2.傳聞失序透過集體效能、保全監視、領域感中介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3-1.集體效能直接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3-2.集體效能透過保全監視、領域感中介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4-1.保全監視直接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4-2.保全監視透過集體效能、領域感中介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5.領域感能直接降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針對臺北市中山區居民進行分層隨機抽樣調查，以里分層並以性別控樣，

各里樣本數則依各里人口比例分配，由研究者親至各里訪問 12 歲以上居民，亦有留

置問卷於里辦公處並致贈受訪者紀念品鼓勵居民填答問卷，2020年 5 月 16-17日進行

預試 10 份問卷並修改後，於 5 月 25 日至 7 月 25 日進行調查，總計有 234 位願意接

受訪問(如表 2)，男性 96位、女性 138 位2；12歲-未滿 24歲 28人、25歲-未滿 65歲

138人、65歲以上 68人 。 

本研究問卷係採自陳四點量表，受訪者在擬具問卷同意書後始進行施測，問卷設

計參考陳淑娟、董旭英(2006)，分為六部分訪問受訪者或家人在住家或住家附近曾經

親身經歷到的：第一部分為住戶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傳聞失序及個人以及同住的家

人被竊經驗、第三部份為廣義領域感（含集體效能）、第四部分住家環境監控情形、

第五部分犯罪被害恐懼感。 

依變項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測量共 2 題，包括：(1)我會擔心被偷走物品

及錢財。(2)我會擔心被搶走物品及錢財。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依序為「非常符合」4分、

「符合」3 分、「不符合」2 分、「非常不符合」1 分，因此該變項所取的值愈高，其

                                                       
2性別與母體結構一致(卡方檢定 p=0.08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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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恐懼感程度愈高。以此 2 題項建構的「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特徵值 1.659、

解釋變異量 82.932%，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值 0.907。 

表 3 臺北市中山區各里樣本份數 

 

註: 本研究整理 

 

自變項有五，分述如下： 

住家及其環境被竊 2 題，包括：(1)曾被偷走物品及錢財。(2)曾被搶走物品及錢

財。原四點量表重新將「經常」、「偶爾」、「很少」編碼為 1，代表有被竊經驗，「從

未發生」編碼為 0，代表沒有被竊經驗，特徵值 0.755、解釋變異量 37.755%、信度係

數 Cronbach alpha 值 0.513。 

傳聞失序測量 2 題，包含：(1)曾看見或聽聞有人吸毒。(2)曾看見或聽聞有人醉

酒。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依序為「經常」4分、「偶爾」3分、「很少」2分、「從未發生」

里別 次數 百分比(%) 里別 次數 百分比(%)

正守里 3 1.28 新生里 6 2.56

正義里 8 3.42 中庄里 6 2.56

正得里 5 2.14 行政里 6 2.56

民安里 5 2.14 行仁里 3 1.28

康樂里 3 1.28 行孝里 5 2.14

中山里 10 4.27 下埤里 6 2.56

聚盛里 6 2.56 江寧里 7 2.99

集英里 7 2.99 江山里 10 4.27

聚葉里 6 2.56 中吉里 6 2.56

恆安里 6 2.56 中原里 8 3.42

晴光里 7 2.99 興亞里 3 1.28

圓山里 2 .85 中央里 6 2.56

劍潭里 3 1.28 朱馥里 6 2.56

大直里 10 4.27 龍洲里 4 1.71

成功里 5 2.14 朱園里 5 2.14

永安里 9 3.85 埤頭里 4 1.71

大佳里 1 .43 朱崙里 6 2.56

新喜里 5 2.14 力行里 7 2.99

新庄里 1 .43 復華里 6 2.56

新福里 4 1.71 金泰里 8 3.42

松江里 8 3.42 北安里 2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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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因此 2 個題目加總後所得的值愈高，其傳聞失序經驗程度愈高。「傳聞失序經

驗」特徵值 0.974、解釋變異量 48.693%、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值 0.652。 

集體效能測量共 12題，包括(1)我會協助管理或清掃我家附近的區域。(2)我常與

鄰居閒話家常。(3)我認識大部分的鄰居。(4)整體而言，我會信任鄰居及其他住戶。

(5)我能提供鄰居一些建議與意見。(6)我會照顧其他鄰居的小孩。(7)我常常與鄰居一

起活動，如：爬山、買菜、唱歌、跳舞。(8)若有需要，我願意幫助鄰居解決問題。(9)

整體而言，我和鄰居很親近。(10)我需要幫助時，鄰居都會伸出援手。(11)我家附近

居民會定期舉辦居民活動。(12)整體而言，我家附近居民都能互相幫助。四點量表計

分方式依序為「非常符合」4分、「符合」3分、「不符合」2分、「非常不符合」1分。

因此 12個題目加總後所得的值愈高，其認知集體效能的程度愈高。「集體效能」指標

特徵值 6.152、解釋變異量 51.263%、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值 0.925。 

保全監視測量共 4題，包括(1)我的住處(社區或大樓等)公共空間設有緊急救援裝

置。(2)入夜後，我的住處(社區或大樓等)一些特定出入口有保全人員。(3)我家附近及

建築內有足夠的監視系統設備，如：監視器。(4)我家附近及建築內有張貼與保全聯

繫的警戒標誌。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依序為「非常符合」4分、「符合」3分、「不符合」

2分、「非常不符合」1分。因此 4個題目加總後所得的值愈高，其認知保全監視系統

設置情形愈充足。「保全監視」指標特徵值 1.642、解釋變異量 41.045%、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值 0.723。 

領域感測量共2題，包括(1)我感覺我的住處(社區或大樓等)陌生人無法隨意進入，

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依序為「非常符合」4分、「符合」3分、「不符合」2分、「非常不

符合」1 分。(2)我感覺我的住處(社區或大樓等)散發出無人管理的氣氛，係為負向測

量，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依序為「非常符合」1分、「符合」2分、「不符合」3分、「非

常不符合」4分，以求得變項測量一致性。因此該 2個題目加總後所得的值愈高，其

領域感認知程度愈高。「領域感」指標特徵值 1.054、解釋變異量 52.724%、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值 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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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利用 spss軟體針對居民受訪結果進行統計，結果整理於表 4：依變項「住家及其

環境被竊恐懼感」由 2個項目組合而成，將受訪者在上述 2題分數加總後除以 2(以下

分量表因素分數計算方式同此)，得到「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分數，平均數 2.88，

整體而言仍存在被竊恐懼感。自變項方面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中，被竊 18人占 10%

呈現偏態，透過 SQRT 的方式轉變成常態分布。傳聞失序經驗方面受訪者在分量表平

均數 1.82，集體效能分量表平均數 2.88，保全監視分量表平均數 2.75，領域感分量表

平均數 2.92。以上變數（如表 4）為連續均經過常態分布檢驗，可以進行積差相關及

結構方程模式，進而得到相關係數（如表 5）及路徑係數與模型圖（如圖 4）。 

 

表4  住家環境被竊及其恐懼感敘述統計 

變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T值 偏態 峰度 最小

值 

次數 最大

值 

次數 

住家/環

境被竊 

(SQRT) 

0.238 0.366 9.939 0.989 -0.805 0.000 162 1.000 18 

傳聞 

失序 

1.818 0.753 36.951 0.583 -0.590 1.000 74 4.000 2 

集體 

效能 

2.881 0.511 86.221 -0.392 1.015 1.000 1   4.000 4 

保全 

監視 

2.748 0.567 74.148 0.000 -0.115 1.250 2 4.000 8 

領域

感 

2.918 0.618 72.248 -0.606 0.179 1.000 1 4.000 17 

住家/環

境被竊

恐懼感 

2.883 0.741 59.540 -0.293 -0.225 1.000   7 4.000 41 

註: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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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矩陣係數 

 

備註：*表示p-value≦0.05；**表示p-value≦0.01；***表示p-value≦0.001 

 

「住家及其環境被竊」與「傳聞失序」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r=0.315；

p-value=0.000），表示傳聞失序情況愈多住家及其被竊經驗亦愈多。「住家及其環境

被竊」與「保全監視」呈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r=-0.140；p-value=0.037），表示

認知保全監視系統設置情形愈充足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愈少。「住家及其環境被竊」

與「領域感」呈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r=-0.232；p-value=0.000），表示居民感覺

住處(社區或大樓等)陌生人愈無法隨意進入、愈散發出有人管理的氣氛，住家及其環

境被竊經驗愈少。「住家及其環境被竊」與「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呈正相關，

且達顯著水準（r=0.197；p-value=0.003），表示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愈多，「住家

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愈加增。 

「傳聞失序」與「保全監視」呈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r=-0.200；p-value=0.003），

保全監視系統設施愈多傳聞失序經驗愈少。「傳聞失序」與「領域感」呈負相關，且

達顯著水準（r=-0.293；p-value=0.000），居民感覺住處(社區或大樓等)陌生人愈無法

隨意進入、散發出有人管理的氣氛，傳聞失序經驗愈少。 

「集體效能」與「保全監視」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r=0.193；p-value=0.004），

認知保全監視系統設置情形愈充足愈會信任鄰居及其他住戶、愈願意幫助鄰居解決問

題，愈感覺住家附近居民都能互相幫助。「集體效能」與「領域感」呈正相關，且達

顯著水準（r=0.211；p-value=0.001），居民感覺住處(社區或大樓等)陌生人愈無法隨

住家/環境被

竊(SQRT)
傳聞失序 集體效能 保全監視 領域感

住家/環境被

竊恐懼感

住家/環境被

竊(SQRT)
1.000

傳聞失序 0.315*** 1.000

集體效能 -0.069 0.047 1.000

保全監視 -0.140* -0.200** 0.193** 1.000

領域感 -0.232*** -0.293*** 0.211*** 0.384*** 1.000

住家/環境被

竊恐懼感
0.197** 0.046 0.132* 0.049 -0.01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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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進入、愈散發出有人管理的氣氛，愈會信任鄰居及其他住戶、愈願意幫助鄰居解決

問題，愈感覺住家附近居民都能互相幫助。「集體效能」與「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

感」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r=0.132；p-value=0.049），居民愈擔心物品被偷走搶

走愈願意幫助鄰居解決問題。 

「保全監視」與「領域感」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r=0.384；p-value=0.000），

認知保全監視系統設置情形愈充足，居民感覺住處(社區或大樓等)陌生人愈無法隨意

進入、愈散發出有人管理的氣氛。 

 

 

圖3  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結構方程模型圖 

參數估計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進行估計，耗費9次疊代，外衍潛在

變項（住家及其環境被竊、傳聞失序）共變估計顯著（Ψ=0.09、t=4.77、p<0.001），

而結構模型對於內衍潛在變項（集體效能、保全監視、領域感、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

懼感）的解釋力（類似R
2的功能）以領域感解釋27.3％最多。契合度分析數據顯示整

體模型適合度理想，考驗得到卡方值為5.09（df=2、P=0.078>0.05）、卡方自由度比

為2.073>2、 RMSEA值為0.082<0.1；NFI=0.966、GFI=0.977、AGFI=0.924均大於0.90、

CFI=0.977>0.95，且由Lisrel8.8 MI(Modification Indices)檢查，已無任何建議參數。根

據標準化總效果發現住家及其環境被竊對領域感有負向影響（γ=-0.15、t=-2.27、

p<0.05），且增強其恐懼感（γ=0.20、t=3.17、p<0.01）；傳聞失序對保全監視（γ

* 

** ** 

** 

** 

*** 

*** 

** 
住家/環
境被竊 

住家/環
境被竊恐

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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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t=-2.90、p<0.01）及領域感（γ=-0.26、t=-4.08、p<0.001）有負向影響；集

體效能增強了領域感（β=0.16、t=-2.82、p<0.01）及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β=0.14、

t=2.17、p<0.05）；保全監視增強了集體效能（β=0.17、t=2.63、p<0.01）與領域感

（β=0.37、t=6.24、p<0.001），唯有領域感直接降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β

=-0.03、t=-1.07、p>0.05），而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同時也降低了領域感（β=-0.04、

t=-1.07、p>0.05）但不顯著。 

將所有標準化效果整理於表6發現，第一、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除直接顯著增

加被竊恐懼感0.211外；同時透過集體效能間接中介領域感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

懼感，惟不顯著；加總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對其恐懼感直接及間接效果後之總效果

0.204仍顯著，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愈多其被竊恐懼感愈高，研究假設1-1及1-2均成

立。第二、傳聞失序不直接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研究假設2-1不成立；傳

聞失序係透過保全監視→集體效能→領域感間接中介緩和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0.004)惟不顯著，研究假設2-2部分成立。第三、集體效能直接顯著增加住家及其環

境被竊恐懼感0.145；透過領域感間接緩和被竊恐懼感(-0.005)惟不顯著；加總直接及

間接效果後之總效果0.140顯著，集體效能愈高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愈高，研究

假設3-1及3-2均成立。第四、保全監視直接增加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0.035惟不顯

著；亦透過集體效能及領域感使被竊恐懼感增加0.015仍不顯著；加總直接及間接效

果後之總效果0.049不顯著，增加保全監視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提高，研究假

設4-1及4-2部分成立。第五、領域感能直接降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0.028但不

顯著，研究假設5部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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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路徑分析 

備註：*表示 p-value≦.05；**表示 p-value≦.01；***表示 p-value≦.001 

 

 

  

自變項 

依變項 

集體效能 保全監視 領域感 住家/環境被

竊恐懼感 

外

衍

變

項 

住家/環境被

竊 

    

直接效果 -0.044 -0.077 -0.105 0.211
** 

間接效果 -0.013  -0.044 -0.007 

總效果 -0.057 -0.077 -0.149
* 

0.204
** 

傳聞失序     

直接效果  -0.197
** 

-0.191
** 

 

間接效果 -0.034  -0.072
** 

-0.004 

總效果 -0.034 -0.197
**

 -0.263
***

 -0.004 

內

衍

變

項 

集體效能     

直接效果   0.167
** 

0.145
* 

間接效果   -0.006 -0.005 

總效果   0.161** 0.140
*
 

保全監視     

直接效果 0.172
** 

 0.340
** 

0.035 

間接效果   0.027 0.015 

總效果 0.172
** 

 0.367*** 0.049 

領域感     

直接效果    -0.028/-0.040 

間接效果   0.001 0.000 

總效果 
  

0.001 -0.028/-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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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主要發現 

本研究利用本土疫情期間觀察首善之區臺北市居家辦公對住宅被竊影響，考量臺

北市中山區是臺灣的一個繁華地區，兼具富饒的住宅區和商業區而整理該分局於

2021年 5月 17至 9月 27日居家防疫期間之「住宅防竊安全檢測報告表」，整體而言，

居家辦公期間較非居家期間侵入竊盜減少，與 Ashby(2020)發現 Austin、Los Angeles、

Memphis、San Francisco侵入竊盜下降，Murdoch 和 Byczynski(2021)發現倫敦侵入竊

盜下降，及 Gerell等人(2020)發現瑞典抑制政策下，住宅及商業侵入竊盜均下降相同。

進一步發現臺北市中山區住宅區相對商業區發生被竊比例提高，住宅竊盜增減變動與

土地使用有關，與 Felson 等人(2020)檢視密西根底特律在 Covid-19抑制(containment)

政策下封城前中後三階段日常活動改變影響，住宅區侵入竊盜(burglary)下降但土地混

合使用區之侵入竊盜則上升不同，存在文化差異，可能係我國住宅區常是住商混合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差異所致，但與 Pietrawska 等人(2020)發現 Los Angeles 零售業侵入竊

盜增加但城市內侵入竊盜下降同，係因居家辦公使日常活動改變，影響不同空間土地

使用（開放空間、商業區、住宅區及半開放空間等）上的人流自然監控，造成侵入竊

盜標的被害機會改變而引起住宅竊盜發生變動，與 Cohen和 Felson(1979)日常活動理

論、Brantingham 和 Brantingham(1995)機會理論等環境犯罪學契合。亦如 Payne 與

Morgan(2020)以時間序列動態預測澳洲昆士蘭抑制政策長短期下各種財產犯罪增減

情形，發現侵入竊盜未有顯著變動，除了抑制政策實施一段期間自然出現的違序不守

法，造成半開放空間住宅竊盜外，也因 Covid-19 疫情防疫抑制帶來失業、焦慮、緊

張 而發生的住宅竊盜，如同臺北市中山區 2021/5/17-2021/9/17較 2020/5/17-2020/9/17

住宅區住宅竊盜增加 4件之現象，係 Agnew (1992)一般緊張理論所能解釋。 

接下來探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透過結構方程模型利用 Lisrel8.8 統計結果

瞭解 Covid-19疫情期間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因子及路徑以及如何降低此

恐懼感。影響因子：第一、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顯著增強其被竊恐懼感，此與非疫

情期間 Wilcox Rountree 及 Land(1996)結果一致，即使疫情期間增加住家及其環境人

的監控，但因被竊經驗烙印心中，恐懼感仍餘悸猶存；然與 Chung等人(2014)發現當

被竊時被害者在家將不會經歷恐懼感不同。第二、集體效能提高顯著增加住家及其環

境被竊恐懼感，此與非疫情期間國內研究陳淑娟和董旭英(2006)發現集體效能愈高的

地區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一致，然與 Ferguson 和Mindel(2007)、Zhao 等人(2015)發現

當社區居民能相互信任團結，集體效能體現的結果犯罪被害恐懼感會降低不一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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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疫情封城下，鄰里社區網絡的跨領域連結集體效能更被需要與重視下知覺的住家

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愈益增加，亦如 Yuan(2017)發現，知覺集體效能對住宅竊盜犯罪

被害恐懼感在鄰里層級有正向影響。另從結構方程模型圖(圖 3)及路徑分析結果(表 6)

發現疫情期間領域感增強能降低被竊恐懼感，人們在鄰里彼此認定所有權歸屬的半開

放空間從事各樣活動自能降低被竊恐懼感，本研究且發現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緩

和後也強化了領域感，此乃一般迴歸模型路徑分析無法爬梳得到的關係，為本研究結

果之獨特性與貢獻性。 

二、政策意涵 

2020-2023 年 Covid-19籠罩全球，空城則是防疫下的政策，這寧靜也訴說了人與

人連結的需求，缺席則讓通常沒有注意到的看得見了（Warr & Stafford,1983）。2024

年國內疫情雖降但仍屬流行期，締造了不同於以往的時空背景，觸動著本研究正視過

往被忽略的都市半開放空間，從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可能影響因子及路徑分析，

思考如何避免居民承受居住安全恐懼，並從 Newman(1972)、Altman(1975)及Warwick

和 Lees(2022)領域感安全感及都市新樣貌等環境犯罪學視角，提供犯罪防治政策與實

務之作為。 

自 2019 年末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迫使全球採行人員

流動抑制政策，包括：國內及國際旅遊的限制、居家防疫及社交距離管制下，引發住

家環境半開放空間居住安全的重要性，而從本研究結果帶出之政策建議：第一、居家

辦公期間較非居家期間侵入竊盜減少，然發生在住宅區的比率較商業區增加，此與犯

罪學日常活動理論、機會理論及緊張理論相吻合，因此警政機關仍應以犯罪學理論作

為預防犯罪之基礎，在居家生活環境中透過集體效能、建築設計等進行改善。第二、

傳聞失序與住家及其環境被竊顯著正相關，因此建議警民合力清除社區腐敗(decayed)

並加以整頓可以降低犯罪被害恐懼感並增進鄰里凝聚力(neighborhood cohesion)，落實

以鄰里為基礎的社區警政有效降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第三、有較強的非正式

社會控制，將會減少偏差行為、被害及恐懼感。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間居民在傳聞失

序時未必以增加保全監視(standardγ=-0.197
**

)來增加集體效能(standard-β=0.172**)或

領域感 (standard-β=0.340**) ，因保全監視某種程度係增加了被竊恐懼感

(standard-β=0.035)，也唯有在住家環境半開放空間居民可以輕鬆釋放被壓抑的緊張。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架構中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的因素中領域感解釋

27.3%最多，且僅有領域感能降低被竊恐懼感，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降低時也

增強了領域感，因此居民應透過社區公寓大廈管理強化住家環境領域感，建管單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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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權責落實建築管理強化居住安全，才能確保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第 34 條

所訂「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不得有礙居住之寧靜、

安全及衛生。」第四、即使有人在家可取代保全監視功能，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仍

會直接並透過集體效能、保全監視及領域感深化被竊恐懼感，為降低該恐懼感提升居

住安全品質，Chung 等人 (2014)指出問題導向 (problem-focused)而非情緒中心

(emotion-focused)的因應策略(coping strategies)可以緩解(buffer)住家被竊所帶來精神

合併症(psychiatric comorbid symptoms)的影響，因此實務上可採 Newman(1972)的理念

讓物理環境特質(physical features)能在公共及私人空間提供較好的監視及紋理，住家

外空間分割後由小群體控制並在鄰近周圍環境被良好地使用。正如 Covid-19 疫情期

間居家隔離，人們相對接近自然與戶外空間的需求大幅提升，住家「陽台」將室內空

間退居並引到住宅內的空間形式，不僅活化住宅空間，也在領域感上型塑氛圍，提升

生活品質，實為住宅法 39-43條所倡提升住宅安全品質的具體開展。 

Forster 等人(1909)所提孤立城市的崩解，似乎在 2022 年末中國的白紙運動證實

了，本研究也從 Young(2021)以及 Warwick 和 Lees(2022)看到後疫情時代的都市新樣

貌，尤其在半開放空間安全防衛的脆弱區，將是一個混合多樣性生活機能擁有空間領

域感的場域，而超越了 Oscar Newman(1972)防衛空間理論(defense space theory)，能在

高密度都市緊密連結中發揮開放空間社交、治療潛能（如：脫掉口罩呼吸較好的空氣

品質、較多從事體適能活動等），好讓都市保有韌性及城市永續，力謀增進都市居民

的福祉。住家附近半開放空間、曾被荒廢的空地此時變得有價值，公共空間及未被防

禦的空間可以被重新定義，因為在允許社交距離下，人們會想逃離住家，轉向附近半

開放及開放空間活動，享受空氣陽光的自然療癒、與人寒暄，因此半開放空間的居住

安全與公共環境健康更甚於防衛空間的監控，乃是居民彼此對空間使用的協調與默契，

在共有空間保有各自的領域感。研究結果建議都市計畫住宅朝 Warwick 和 Lees(2022)

倡導都市新風貌，體認到住家的領域被改變了，多以社交舉止(social ritual)如：向侵

入陌生人點頭示意等，填補不清楚的物理領域感，半私人、半公共及公共空間可以被

開創在密集的都市環境中重塑人文社會關懷，藉由集體效能營造居住安全合宜舒適的

居家環境，不讓高大的建築、滿布的鐵窗及大量的保全，建構出醜怪的形象、逃生的

障礙以及持續擴大的居住安全問題（游士嫺，2021），乃是從一處喜愛、依戀、安適

的家，向外延伸到周邊的街坊鄰里，所屬的生活圈及區域，再到城市的認同感，更有

意識地找回生活空間領域感，提升本土犯罪防治學術研究與政策實務推動之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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